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面临多重矛盾。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2025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

数为 3.62 万元，意味着一半人口的可支配月收入不

足 3000 元 1。与此同时，收入差距还未明显缩小，

2024 年我国基尼系数为 0.465，仍超过国际警戒线

（0.4）。“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将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

收计划列入重点任务，标志着我国收入分配改革进

入攻坚阶段。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国内增长

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背景下，缩小收入差

距关乎社会公平正义，是夯实经济内循环的核心基

石、破解社会公平与发展失衡的关键抓手、应对全

球不确定性的战略选择，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命题。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重大意义

消费已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中

国拥有 14 亿人口的超大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无

限可能。要将国民收入转变为可自由支配的消费能力，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是发掘国内庞大消费市场潜力

的关键切口。

夯实经济内循环的核心基石

中低收入群体占我国人口主体，具有更高的边

际消费倾向，其收入水平直接决定内需市场规模。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偏低，核心

矛盾在于中低收入群体“有钱难花”与“有钱不敢

花”并存。提升这一群体收入，可释放超一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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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潜力，将其直接转化为商品与服务消费需求，

形成“收入增长—消费扩张—经济提质”的良性循

环。近年统计数据显示，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

向超过 80%，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其收入每增长

1%，可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0.6 个百分点，

成为激活 14 亿人超大规模市场的关键引擎。

破解社会公平与发展失衡的关键抓手

当前我国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仍较突出。

以城乡为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 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56502 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4456 元，差距明显。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既

是落实“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民生工程，也是缓解

阶层固化、增强社会流动性的重要途径。通过再分配

调节与机会均等化政策，可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构建

橄榄型社会结构，为高质量发展奠定稳定的社会基础。

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战略选择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

景下，依赖投资与出口的传统增长模式亟待转型。

2025 年，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52.0%，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内需拉动

作用显著增强。中低收入群体作为“消费后备军”，

其收入提升可有效对冲外部需求萎缩风险，增强经

济韧性。同时，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2023 年为 53.6%2，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可

纠正“政府强、企业强、居民弱”的分配格局，重

塑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促进释放全要素生产率潜力，

助推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跃升。

1  据国家统计局 2025 年数据，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10150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22702 元，中间收入组
人均可支配收入 35536 元，这三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不足 3000 元。
2  蔡昉 . 以制度建设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J]. 求是，2025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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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层矛盾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还存在一些深层矛盾。

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财产性收入集中于

高收入群体，而中低收入者依赖工资性收入，收入

增长缓慢。具体体现为：

初次分配失衡，劳动报酬占比长期偏低 

2025年国家统计局、人社部相关监测数据显示，

我国制造业一线职工工资增速为 4.2%，低于同期制

造业企业利润增速 5.0%；农民工月均收入达 5075 
元，其中超时劳动报酬占比依然偏高；农民工工资

增速为 2.3%，连续 4 年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这

种分配格局导致中低收入群体在经济增长中的获得

感不足，劳动者报酬与经济增长、企业效益增长的

协调性有待提升。更值得关注的是，据国家统计局

2024 年数据，城镇私营单位作为吸纳就业主力，其

员工年平均工资仅为城镇非私营单位的 56%，且中

小微企业社保应参未参缺口较大，加剧了收入分配

的结构性失衡。

社会保障断层，脆弱性与预防性储蓄并存

医保报销比例低、养老保障不足等问题，迫使

居民增加储蓄以应对不确定性。据 2025 年国家统

计局、国家医保局、人社部监测数据并推算，我国

中低收入群体仍面临三重保障缺口：一是医疗支出

压力偏大，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可支配收

入比重约 17.2%，慢性病患者家庭医疗自费比例仍

达 52%，家庭医疗负担较重；二是养老保障水平偏

低，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均标准约 190 元，

不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 1/10，保障能力有限；

三是教育负担依然沉重，农村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支

出占家庭收入比重达 43%，显著高于城镇家庭 27%
的水平，城乡教育成本负担差异明显。民生保障不

足迫使中低收入家庭储蓄率高达 41.6%，主要用于

应对医疗、养老、教育等不确定性支出，储蓄结构

以防御性为主，显著抑制了即期消费能力。

财产性收入渠道狭窄，城乡二元结构待破解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 年我国居民人均财产

净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为 8.0%，且农村

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依赖土地流转，而城镇居民通

过房产增值和金融投资实现财富积累，结构性失衡

导致中低收入群体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资产红利。

2025 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仅 618 元，约为

城镇居民（5481 元）的 1/9，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 

依然显著。

就业市场面临技能错配困境与灵活就业风险

当前劳动力市场呈现“冰火两重天”：一方面，

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达 3000 万人；另一方面，农民

工群体学历往往较低，难以适应产业升级需求。新

就业形态虽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外卖骑手、

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者参保率低，收入波动相对

传统就业形态较大，且职业发展通道基本缺失。

全国总工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已吸纳

8400 万劳动者就业，但据一些智库调查，外卖骑手、

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参保率仍较低，

收入波动系数较传统就业形态偏大，就业质量与保

障水平有待提升。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国外经验借鉴

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在提高中低收入

群体收入方面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不错成效，其经验

可提供有益参考，但需结合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

美国：税收抵免驱动 

美国通过劳动收入税收抵免（EITC）政策，为

年收入较低的劳动者提供税收返还，2024 税年（对

应 2025 年申报）全国约有 2300 万名劳动者获得该

项抵免，平均返还额约 2900 美元，最高返还标准（适

用于有 3 名及以上子女的家庭）为 7830 美元。

对此，我国可借鉴其 EITC 机制，设计“就业

补贴券”，对月收入 3000 元以下的就业者给予适

当补贴，直接提升实际收入。同时，将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改为“专项附加抵免”，允许低收入

家庭直接抵减应纳税额，增强政策获得感。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与产业升级联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实施《国民所得倍增计

划》（1961~1970 年，池田内阁主导），通过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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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措施实现 10 年间人均收入翻番：一是依托最

低工资制度与“春斗”引导企业涨薪，1961~1970

年制造业名义工资年均增长 12.8%、实际工资年均

增长 8.3%；二是出台相关法律并设立“中小企业

现代化资金”，以低息贷款支持技术改造，带动

中小企业员工工资 10 年间整体涨幅约 40%；三是

推行“工业地方分散”政策，建设村镇工业团地，

1960~1970 年累计实现约 600 万农村劳动力转移，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对此，我国可借鉴其“工资与生产率挂钩”机

制，在制造业推行“劳动生产率提升专项行动”，

对工资增速超过 CPI 一定幅度的企业给予社保缴费

减免，并优先采购其产品。在汽车、电子等行业培

育“工资与生产率挂钩”示范企业，拉动行业工资

水平适度提升。

德国：教育与社会保障“双元制”协同

德国通过构建“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为全

社会提供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接受“双元制”培

训人员在就业人口中占比超过 50%。学徒在培训期

间可获得培训津贴，多数行业月津贴约 800~1300

欧元，约为熟练技术工人收入的 20%~35%。学徒

毕业后留用原培训企业比例约 70%，整体就业率超

过 90%，技术类岗位起薪在制造业、手工业领域具

备明显竞争力。同时，德国实行“迷你工作”（Minijob）
制度，对低收入灵活就业实行社保与税收优惠，

2025 年月收入上限为 556 欧元（年收入 6672 欧元），

相关人员可享受简化社保缴费政策。

对此，我国可借鉴推广“中国特色双元制”，

探索在中职院校试点“校企双导师制”，学生实训

期间月均津贴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 80%。并探

索弹性社保缴费机制，允许学徒按“培训津贴 × 

20%”的比例缴纳养老保险，降低灵活就业者参保

门槛。同时，建立“职业技能晋升通道”，高级技

工可享受公务员同等落户、购房优惠政策。

国内现有举措结构性瓶颈与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已构建多层次的增收政策体系，主要

有：一是社会保障提标，2025 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全国最低标准提高 20 元至 143 元，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提出，2026 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

最低标准再提高 20 元至 163 元；二是税收调节机制，

个税起征点调至 5000 元，叠加住房、教育等专项

附加扣除，工薪阶层税负明显减轻；三是农村增收

行动，通过种粮收益保障、土地增值分配优化等举

措促进农民增收。

然而，现有政策举措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瓶颈，

主要有：一是养老金双轨制矛盾，农村居民养老待

遇偏低；二是技能鸿沟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催生

了大量技术岗位，但中低收入劳动者技能错配突出；

三是财产性收入失衡，股票、房产等收益向高收入

群体集中。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我国需立足国情，构

建“市场主导、政府托底、社会协同”的政策体系。

短期需通过精准补贴、消费刺激快速提升可支配收

入；中期依托就业质量提升、分配制度改革夯实收

入增长基础；长期通过教育公平、社会保障筑牢收

入安全网。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重构初次分配格局，建立“劳动生产率挂钩”

机制

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完善工资集体

协商制度，推动最低工资标准与 GDP 增速挂钩。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力度，鼓励吸纳就业。

推动技能导向型薪酬改革，针对农民工、高校毕业

生等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并配套薪酬激励机制，

如技能等级与薪资挂钩。

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在制造业推行“新八级工”

制度，提高高级技师岗位工资基准（如提高至当地

平均工资的 2 倍），政府可按标准适度给予企业岗

位补贴。建立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纺织、

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组建工会联合会，通过构建

以企业利润增速为基数适当上浮（如 3%）的工资

增长模式，确保一线职工收入与企业效益同步提升。

深化中小微企业赋能。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就

业补助资金规模，对吸纳中低收入群体就业超一定

比例（如 30%）的企业，给予增值税即征即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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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返还 50%）和社保缴费减免（适当降低企业承

担部分）。推广“共享用工”模式，在餐饮、物流

等行业建立劳动力调剂平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降

低企业用工成本。

筑牢社会保障网，构建“精准滴灌”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医疗与养老保障，加

快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构建普惠托育

与养老服务体系。

完善分层分类救助机制。建立“大数据+网格化”

低收入群体识别系统，将低收入家庭纳入动态监测。

可重点研究三方面救助措施。一是医疗托底。将分

娩镇痛等群众诉求突出诊疗纳入医保，进一步提高

参保人员特别是特困低保人群的大病报销比例；加

强常见病诊疗和慢性病管理，优化治疗费用结算，

进一步提高报销比例及封顶线。二是住房保障。加

大力度推进配租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供给，逐步解决

新市民、青年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困难。三是教育

帮扶。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入学资助等多元助

学政策体系，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贫困学生的生活

补贴力度。

推进社会保障全民覆盖。将灵活就业者纳入工

伤保险范围，探索“平台预存 + 政府补贴”的参

保模式，缴费基数按当地社平工资的一定比例（如

60%）核定。实施“养老金托底工程”，并建立与

物价指数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在社区建设一体化

养老托育设施，对运营机构的水电气费用按居民价

格执行。推广“家庭医生 + 智能健康监测”模式，

降低居家养老成本。

激活财产性收入，开辟“资源变资产”通道

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通过试点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入市，盘活闲置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稳定房地产市场，通过 REITs 试点激活存量资产。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广“土地经营权入

股 + 保底分红”模式，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设

定每亩年保底收益和可分享的经营利润比例。建立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平台，收益按一

定比例分配给村集体和农户。

创新城市资产增值路径。推广“住房公积金 + 

商业贷款”组合模式，对首套刚需购房者给予适度

利率优惠，继续对公积金贷款额度、用途等进行优

化调整。探索城市资产收益补贴中低收入家庭养老

模式，如政府投资建设养老设施，公共收益作为福

利基金，专项用于补贴中低收入家庭养老费用。

提升就业质量：构建“技能—岗位”闭环

 强化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建立“产业

需求—培训课程—就业对接”动态机制，针对制造

业、服务业等吸纳就业主力领域，实施“百万技工

培育计划”。

实施“数字技能全民培训”。建立“中央财政 + 

地方配套 + 企业分担”的培训投入机制，开展“AI+
职业技能”培训，重点覆盖家政服务、电商运营、

智能制造等领域。推行“学分银行”制度，培训合

格者可累计学分兑换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认证，带

动劳动者技能升级。

规范新就业形态用工。出台《平台经济劳动权

益保障条例》，明确骑手、主播等灵活就业者与平台

的劳动关系，强制平台为其缴纳工伤保险。建立“收

入保障基金”，由平台按订单金额的适当比例提取，

用于支付从业者因伤病、失业导致的收入损失（可设

定最高可领取标准）。

总之，在政策设计上，需注重三个结合：一是

初次分配改革与再分配调节相结合，通过提高劳动

报酬占比和税收优惠形成收入增长“双引擎”；二

是就业质量提升与技能培训相结合，构建“培训—

就业—晋升”闭环；三是国内政策创新与国际经验

本土化相结合，如借鉴美国 EITC 做法推出“就业

补贴券”，借鉴日本产业政策，融合我国“制造强国”

战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提升

路径。通过系统性改革，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有速度、

收入分配有公平、民生改善有温度”的发展目标，

为全球减贫与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中国方案。

钟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 

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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